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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09 年至 2013 年間，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分別與 3

間原住民地方文化館合作，舉辦了 5 檔「文物返鄉特展」。雖然各有其獨特的合

作過程與互動模式，這 5 檔「文物返鄉特展」也共用一些共同的特色：（1）都是

以臺博館藏的原住民文物歸返其「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y）為主題，（2）

都以臺博館與一座原住民地方性文物館（有時稱為「大館帶小館」）合作的方式

進行策展，（3）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皆依循：由部落族人（至臺博館庫房）

進行展品選件，並由部落（或地方原民館）進行展品的詮釋與展示內容的規劃，

而臺博館則負責展示設計製作、展品的保護運輸，以及文物佈展的方式而展開。 

就博物館學上的意義來說，這 5 檔「文物返鄉特展」不僅開創了中央國立級

博物館與地方博物館合作策展的一個新模式，同時，其側重「館藏文物原件」直

接返歸「源出社群」的作法，也使得那些館藏多年，已經「博物館化」的（民族

誌）藏品，在展出前後的過程中，逐漸在地方部落中「再脈絡化」且「文化資產

化」。本文將針對這個現象，以合作過程中參與觀察以及訪談資料為素材，描述

並探討臺博館藏品如何在過程中逐漸「再脈絡化」且「文化資產化」之過程與具

有的意義。 

關鍵詞：民族誌物件，國立臺灣博物館，文物返鄉特展，再脈絡化，文化資產化 

 

Abstract: From 2009 till 2013, National Taiwan Museum (NTM) worked separately 

with 3 Taiwan Indigenous Local Museums and came up with 5 “Indigenous Collection 

Returning Home Exhibitions”. Though each exhibition has its own distinct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pattern, these 5 exhibitions sh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1) 

the subject of the exhibitions were all about returning the Indigenous collection of 

NTN to their source communities; (2) all exhibitions were made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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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between NTM and a Taiwan Indigenous Local Museum (project called 

“Big Museum Leading Small Museum”); (3) the pattern of cooperation involved: 

selection of exhibit objects from the indigenous members of the project, drafting 

exhibit content base on indigenous point of view, designing and making of the 

exhibition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ewwn curators of NTM and indigenous local 

museums. 

From the museum study point of view, these five “Indigenous Collection Returning 

Home Exhibitions” not only developed new mod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national museums and local indigenous museums, the act and process of returning 

museum objects to their source communities also helped those de-contextualized 

museum ethnographic objects became “re- contextualized” and “heritagized” in local 

indigenous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during 

the exhibitions, the present paper describe and discuss the proces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phenomena.  

Key words: Ethnographic Objec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Indigenous Collection 

Returning Home Exhibitions, Re- contextualization, Heritag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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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落文物在博物館：「民族誌物件」的出現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中期，部落社會的物件大量進入世界各地(特別是西

方)的博物館中，這些物件包括自然史標本、遺物、藝術品、文獻、影像、影片、

聲音、甚至人體（或人體的部份）。這些物件從其原始的脈絡中被收集，並再脈

絡化成為 Barbara Kirshenblatt Gimblett (1998)所謂的「民族誌物件」（objects of 

ethnography），也就是說，根據西方知識傳統中的演化、科學、歷史學、美學典

範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並在展示中以「物件教育」（objects lessons）呈現人類普

同的發展過程。 

根據 William C. Sturtevant 在 1969 年之估計，世界各地博物館中的民族誌物

件約有四百五十萬件。雖然這個數目在當時（1969 年）已是低估，但至少概略

說明民族誌物件數量之龐大。 

世界各地博物館中的民族誌物件不只數量龐大，而且其形成也有著特殊的

背景。在 19 世紀人類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之前，來自世界其他地區（東方、

埃及、及亞非洲少數民族）的異文化物件，也因不同的原因而成為西方收藏的對

象。如在 16、17 世紀時，歐洲王室貴族嗜好收集來自其他民族的物件，只是當

時這些異文化物件是被當成足以炫耀身份地位的「奇珍異寶」，因為其「稀有性」

與「奇異感」而被收藏。到了 19 世紀，較嚴謹的科學分類被引進，有科學精神

的博物學者，在進化論的架構下，系統性地收集自然與生物標本作為其系統性分

類架構中的代表，在這樣的背景下，孕育產生了所謂「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然史博物館演化論架構下的科學標本蒐集並不限於自然與生物標本，同

樣深受演化論影響的一些人類學者，也在類似的精神下進行異文化物件的蒐藏研

究，以試圖了解人類文化演化的過程，異國物件在此時被重視是基於他們作為見

證人類早期發展階段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肯定歐洲現時的優勢）。同時，另外一

些強調文化傳播學說的學者，也同樣強調物質文化，只是透過物件他們試圖證明

文化間橫向的傳播關係（而非縱向的演化關係）。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十九世

紀後半，民族誌物件收集到達歷史的高峰，歐洲幾個主要的人類學博物館亦相繼

成立，因此，有人將這一時期（1840-1890）稱為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Museum 

Period)。 

在知識背景上，這個時代可稱為是一個「知識本身被視為是蘊含在器物中」

(Stocking, 1985)的時代。在 1920 年代人類學「功能論革命」之前，當時二大主要

的人類學理論：「演化論」及「傳播論」中，物件資料都佔有關鍵性的地位。它

們不是被當作某個社會處於某個演化階段的證據，就是被視為是某種技術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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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傳播的證據。即使在 1920 年代以後，當器物不再在人類學理論中扮演中心

的角色，民族誌物件的收藏仍持續進行，只是不再如前期那樣被賦予重要的理論

地位，而是當成個別田野經驗的佐證。 

進入二十世紀上半，人類學主要的研究基地逐漸從博物館轉移至大學，主

要的理論關懷上也逐漸從強調物質文化的演化論或傳播論轉變為強調文化制度

功能與社會組織的功能學派。理論興趣與研究方式的轉變，使得民族誌物件的蒐

集不再如十九世紀那樣積極，但是對於許多面臨強勢文化壓力下經歷急遽文化變

遷的部落文化，部分民族學者與博物館仍秉持著「搶救民族學」的觀念，繼續進

行民族誌物件之收藏，以保存搶救「瀕臨消失」的文化。 

同時，大約自 1920 年代起，現代主義藝術家如畢卡索等開始注意到博物館

中的民族誌物件，但在他們的眼中，這些民族誌物件是一種「部落藝術」、「原始

藝術」，非西方社會文物的美學價值至此開始被認識。 

到了二十世紀中，雖然物質文化研究依然是民族學，特別是博物館人類學

的主要研究課題，但是它與主流人類學觀念間的關係已產生基本的改變。物品與

博物館式研究已變成邊緣性、次要性甚至過時的關懷，已不太可能對「進階」的

人類學理論產生貢獻，但卻可以對一般大眾提供普級的人類學常識。此時，人類

學知識與民族誌物件間產生嚴重的隔閡，除了博物館以外，專業民族學者已不再

進行民族誌物件的蒐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人類學重新對物質文化燃起興趣，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為人類學對其學科過去歷史之關心，另一方面則是人類學對西方制度（如博

物館）與呈現議題，特別是權力與平等相關問題的理論興趣。但是在此一重新興

起的興趣中，過去收藏的民族誌物件卻主要被定調在一種殖民主義的的脈絡下：

博物館的民族誌物件被視為是殖民者最後的俘虜，而其綁架者就是田野收藏

(O’Hanlon, 2002)。 

除了蒐藏的理論背景以外，我們也值得特別注意收藏的民族誌物件在博物

館中被展示的方式與邏輯。Barbara Kirshenblatt Gimblett (1998)曾指出，從本質上

來說，當一個物件被民族學者（在田野中）給「相中」並帶走時（也就是說，從

原生環境中被「截取」(fragment）)，就產生了一件「民族誌物件」。也就是說，

「民族誌物件」就是民族學者所「創造」的物件。它們之所以成為「民族誌物件」

是經由它們被「截取」的方式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它們之所以成為「民族誌物

件」是因為民族（誌）學這個學科的知識，而民族（誌）學這個學科在「製造」

這些物件的同時也「創造」了自己。也因為這個理由，一個關於「民族誌物件」

的展覽，也就是在展示那個創造物件的學科（知識）。 

但這個說法並不是在否認那些最初使用並創造這些物件的人民之權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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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說法只是在強調：「民族誌物件」不是（如所聲稱的）「被發現的」，而是「被

製造的」。它們並不是一開始（天生）就是「民族誌物件」，而是經由分離與脈絡

化（detachment and contextualization）過程才「變成」「民族誌物件」。究竟在這

個過程中物件是否還維持其原來的意義，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說明

著「來源」與「目的地」關係，也說明了展示的政治經濟（背景），而其答案則

考驗著收藏與展示的「可變性」（alienability）。 

分離(detachment)與截取(fragmentation）是使博物館成為一種「設置的意義」

(posited meaning)的空間與「摘要式」（abstraction）空間的關鍵。posited meaning

不是由物件原始脈絡而產生，而是由新脈絡的「拼湊」（juxtaposition）而產生。

「摘要式」的空間呈現出真實生活所無法呈現出的真實生活。它們能把原本屬於

不同時空環境的物件放在一起而呈現出一種別的地方所無法呈現出的關係。 

在這樣的理解下，博物館作為「民族誌物件」展示的場所，對於被蒐集的

部落文物因此就有當大的詮釋空間。S. Price(2007)就對當代館呈現部落文物的模

式，提出一個四分法的架構如表一： 

 

表一：四種當代博物館呈現部落文物的模式 

1. 強調物件形式上的美感 3.強調文物被收集的歷史與背景 

把文物視為世界藝術的傑作，展示上以

呈現文物本身造型之美為重點，極度精

簡的文物文化背景說明，也完全忽略文

物過去如何被收集的歷史(以及背後的

殖民知識)。 

 

代表博物館(展覽): 羅浮宮的 Pavillon 

des Sessions 

強調文物如何被收藏入博物館的歷

史，以及產生知識的歷史背景，有時反

省批判造成收藏的殖民權力與文化政

治。 

 

代表博物館(展覽):維也納民族學博物

館 

2.強調被展示民族自身的觀點 4.強調(與西方)接觸前的傳統社會 

強調文化差異的本質，尊重在地的觀

點，以及少數族群發聲的權利。 

 

代表博物館(展覽):紐西蘭 Te Papa，澳

洲國立博物館、美國國立印第安博物館 

著重呈現一個與西方及現代性「接觸」

前的傳統社會，強調 ”ethnographic 

present”，傳統的 authenticity。 

 

代表博物館(展覽): Musee de l’Homme 

(引自：Pric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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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沉默到合作：21 世紀後的發展 

 

進入了 21 世紀，對人類學知識與收藏的歷史角色的反省，也將一個在過去

長期隱身幕後且無聲主體—即那些經常被人類學與博物館所描述、解釋與呈現的

民族本身—帶入了前台。博物館界、學界不僅檢討過去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與文

化展示裡「他者想像」的侷限與片面（李子寧，2005），同時也積極構思如何將

過去缺席的原住民納於博物館物件的詮釋描述，以及展示的過程中。 

另一方面，對民族誌物件的詮釋也開始多樣，過去由人類學者或博物館所

主導的詮釋權逐漸釋放出來，民族誌物件逐漸被各民族當作建構社會認同，表達

文化差異、傳遞並凝聚價值的焦點。其意義不再是獨斷，而是競爭的。 

事實上，綜觀 21 世紀後的發展，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過去缺席的原住民及源

出社群(source communities)逐漸涉入於博物館的運作實踐中，同時其涉入的層面

也不再限於博物館的展示，而擴及傳統上較少接觸的文物詮釋、甚至文物的保管

權與所有權的決策。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些逐漸浮現的互動模式分類為三種：(1) 

各種形式的文物歸返（Repatriation）；(2) 作為「接觸地帶」的博物館(Museum as 

Contact Zone）；(3) 合作型策展（Collaborative Exhibition）。 

首先，在文物歸返的議題上，雖然部落文物歸返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說

是延續著上個世紀末以來盛行於國際間的「民族型古物」或藝術品歸返熱潮，同

時在議題的知名度上也常遠遜於後者，但是不論在「成功率」或是制度化程度上

前者(部落文物)卻遠超超過於後者(「民族型古物」或藝術品)，特別是過去那些

被西方人所殖民的(所謂「新世界」)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紐澳等，在過去數

十年來不僅將博物館歸返文物的方式與程序予以不同程度的制度化，同時，以結

果而論，其順利成功的案例也遠多於衝突爭執的情形。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

互動，兩方面都逐漸領悟到，與其展開「零和式」的所有權爭執，透過不同的合

作方式雙方常能達致更理想的效果。 

當不再把文物歸返看成是一種對立式的抗爭角力，博物館及文物源出社群

才能體會其實彼此透過合作皆能有所受益。這也就是博物館發現可以作為一種

「接觸地帶」想法的濫觴。人類學家 James Clifford 在 1997 年一篇堪稱經典的文

章：〈作為接觸地帶的博物館〉（Museums as Contact Zones）裡，首次提出將博物

館視為一種「接觸地帶」的觀點。將博物館視為「接觸地帶」的觀念與其說是將

博物館視作一個被動開放(參觀)的場域，不如說是強調博物館應主動開放過去外

界難以觸及的權力場域，如文物或展覽的詮釋權。透過把過去權力關係的逆轉將

博物館轉化成主動促進而非被動保存(甚至封鎖)族群文化資產的場所。換句話說，

作為「接觸地帶」的博物館，能夠提供主流社會和少數族群彼此平等地接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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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對話的場所。透過這種接觸，不只原住民的觀點點可以反映在博物館的展覽

中，博物館蒐藏的文物也能和原住民團體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近年來，許多博物館不只接受「接觸地帶」的想法，更多在實際的行動上

予以落實實踐。其中一項最顯著的實踐就是博物館與文物源出社群間的「合作型

策展」。雖然各地博物館與文物源出社群間的「合作型策展」發展出極多樣的型

式，但是在本質上，絕大多數的「合作型策展」都體現著以下三種特色：(1)體

現後殖民時代博物館的理念；(2)展覽強調重點從「結果」轉為「過程」；(3)展示

資源的重整與互補。就實際的成果上，臺灣的的博物館近年來更發展出以下的類

型： 

圖一：合作型策展的分類 

 

 

 

 

 

 

 

 

 

 

 

 

 

 

 

 

 

 

 

  

合作型策展 

社區（部落）型特展 

從都會到部落 

文物返鄉型特展 

臺博館、奇美文物館 

「奇美文物回奇美」 

駐點輔導型特展 

史前館、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Taupas.日本軍— 

布農南洋軍夫回憶錄 

都會型特展 

從部落到都會 

部落策劃特展 

順益博物館「與部落結合」系
列 

多重觀點特展 

美國國立印第安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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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大館帶小館」到「文物返鄉特展」：臺博館的案例 

21 世紀初，在當時省政府的經費支持下，臺灣各地原鄉紛紛設立「地方原

住民文化館」，而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了二十多座，即以世

界其他地區民族類的社區博物館的趨勢來看，臺灣在這時期的「地方原住民文化

館成立熱潮」也是相當獨特而罕見的現象。 

但是，到了 2007 年，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營運卻出現了一些狀況，部分

館舍甚至被媒體冠為「蚊子館」，因此成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活化閒置公

共設施專案小組」所列管改善的對象。當時，行政院原民會為協助各地方原住民

文化館解除「列管」，乃推出「地方原住民族文化館活化計畫」，委請專業輔導團

隊協助各館進行軟硬體的改善。2008 年，當時主持輔導團隊的李莎莉執行長，

提出「大館帶小館」的構想，邀集國內較具規模的博物館，與一間或多間地方原

住民文化館進行館際的合作計畫，希望透過這些「大館」的資源與經驗，協助各

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改善運作。 

當初多少因時制宜而推動的「大館帶小館」計畫，最後並未因各地原住民

文化館陸續地解除列管而停止，反而逐漸成長並發展成各種獨特的「大館帶小館

合作模式」而一直延續下來。時至 2014 年，此計畫已進行 8 年。這 8 年中，國

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始終是這個計劃的一份子，但是和各地方原住

民文化館和作的方式卻經歷了相當的轉變。 

(1)『巡迴特展』系列 

 

歷數8年來臺博館與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合作，大致可歸類為三種方式：

(1) 『巡迴特展』系列，(2)「博物館專業培練」系列，與(3)合作策展(「文物回

鄉」特展)系列。只是這三類模式並不是同時發展，而是有先後發展之順序。首

先是『巡迴特展』。「大館帶小館」計畫最初規畫是以各「大館」推出特定的特展

並巡迴至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為主要做法。因此，在 2007 年，包括臺博館在內

的各「大館」，如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等，紛紛策畫或將現有展覽製作為「巡迴特展」而輪

流巡迴至各地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以充實各館的展示內容。 

在臺博館方面，自 2008 年起陸續推出「原飾之美－國立臺灣博物館藏飾品

巡迴展」、「天旋地轉-認識臺灣天然災害巡迴展」、「冰原巨獸-長毛象巡迴展」、「原

住民與貝殼的故事特展」、「與鯊共舞-鯊魚生態巡迴展」等 5 檔個展覽，至 2011

年中止此類展覽為止，3 年間共巡迴了 14 所地方原住民文化館。 

『巡迴特展』的舉辦標誌著臺博館「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的第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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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雖然因此為各合作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展覽添色不少，但在過程中也逐漸

暴露出這種合作模式的不足。特別是對於期待透過展覽共作(合作)而培育地方原

住民文化館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方面，大館『巡迴特展』帶來的效益其實相當有

限。一檔檔已「客製化」的展覽如「過客」般利用地方原住民文化館的空間展出，

從策展、展示製作，到實際的佈撤展概由「大館」的專業人員包辦，地方「小館」

人員的角色最後可能只剩下安排場地、舉辦開幕。在熱鬧的表象下合作的實質意

義卻鮮能充分體現。 

(2)「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 

 

初期未能透過「大館帶小館」的展示合作而提升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人員博

物館專業素養的缺憾也逐漸為歷屆的活化計畫的輔導團隊所體認。因此，自 2010

年起「大館帶小館」計畫又增添了系統性培訓地方原民館館員博物館專業知識的

「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利用「大館」的設施與人力，每年固定舉辦地方原民

館館員的研習營。培訓的對象則聚焦於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負責實際營運的「駐

館策展規劃員」與承辦人員，其主題則多集中於博物館文物典藏維護、策展規劃、

營運管理、與行銷文創的實務。在臺博館方面，自 2010 年起，也幾乎全程參與

相關研習營的規劃與執行，更有相當多次直接就在臺博館舉行，如「策展入林研

習營」、「文化園丁研習營」、「文物急救站研習營」、「原民生力軍文物館專業訓練

營」等專業訓練。 

「博物館專業訓練」系列利用「大館」現有的設施、人力與經驗培訓各地方

原住民文化館員的博物館實務經驗，固然使一向較為缺乏資源的各地方原住民文

化館員得以親炙專業博物館的實作經驗而有所受益，然而這種作法對也並非完全

正面，其中一項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適用於大型博物館的專業性操作是否適用於

地方性的小型博物館？各「大館」的博物館專業實務其實相當程度必須同時仰賴

相對昂貴的硬體設施，如維持環境的機具，與分工精細的人力，而這兩項條件(經

費與人力)卻又是各地方原住民文化館最為缺乏的資源。所以，各地方原住民文

化館員到「大館」現地實作培訓的結果，回到自己的館中可能面臨完全無法實現

的窘境，甚至可能反而成為妨礙各館進一步提升水準的心理動機：既然不可能有

「大館」的專業設施，又怎能做到如「大館」的專業水準？ 

(3) 合作策展 

「大館帶小館」的合作模式如何能達到實質有益，同時也彼此互利？這個

理想也是經過數年的「磨合」後才逐漸形成較明確的方向。同時由於參與館舍本

身不同的客觀條件，最後「磨合」出來的也呈現不同的特色。在臺博館方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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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3 年間，分別與 3 間個地方原住民文物館合作，推出 5 檔以「文物返鄉」

為主題的合作型特展，如下表： 

表 1.臺博館 2009 年至 2013 年的「文物返鄉」特展。 

展覽名稱 合作展出的原民館 展期 

「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

民文物館 
2009/8/1-2010/7/19 

「當奇美遇見臺博」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

民文物館 
2010/10/26-2011/3/13 

「驚見泰雅文物—重現在大

同」特展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

館 
2010/10/26-2011/3/13 

「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

子鄉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

館 

2012/11/16-2013/07/0

5 

「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

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

館 

2013/11/01-2014/04/2

6 

雖然各有其獨特的合作過程與互動模式（參見：李子寧，2011；吳明季，

2011；吳佰祿，2011；呂孟璠，2011；陳鈺茹，2012），這五檔「文物返鄉」特

展仍共享一些共同的特色：（1）都以臺博館藏的原住民文物歸返其「源出社群」

（source community）為主題，（2）都以臺博館與一座原住民地方性文物館（有

時稱為「大館帶小館」）合作的方式進行策展，（3）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皆

依循：由部落族人（至臺博館庫房）進行展品選件，並由部落（或地方原民館）

進行展品的詮釋與展示內容的規劃，而臺博館則負責展示設計製作、展品的保護

運輸，以及文物佈展的方式而展開。 

除了臺博館以「文物返鄉」為焦點的合作策展，2008 年起國立臺灣史前博

物館亦發展出一種以專人駐點輔導地方原住民文物館策展的模式。如果說臺博館

合作策展的重點在於「文物」，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合作策展的重點則在於「人」

（的合作）。臺博館的模式可稱為「文物返鄉特展」，而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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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模式則不妨稱為「駐點輔導型特展」。二者的特色與對照如下表： 

 

表 2.大館帶小館的兩種合作模式。 

文物返鄉型：國立臺灣博物館 駐點輔導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特色： 

突顯「物」的角色：文物歷史悠久，

具特別代表性 

由部落族人親身入庫房選件並進行

文物詮釋 

文物原件回鄉有號召性 

 

特色： 

突顯「人」的經驗：具地利之便、計畫  性

長期深耕部落 

長期進駐部落推動部落進行特展規劃 

能常駐部落進行經驗傳遞 

代表作： 

2009 年：「百年的期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 年：「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

大 同」特展（大同泰雅生活館） 

2010 年：「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奇

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2 年：「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

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

鄉文物陳列館) 

2013 年：「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

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

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

鄉文物陳列館) 

 

代表作： 

2008 年：「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夫

回憶錄」(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2008 年：「遺忘的重組：悲壯的七腳川之

戰」特展(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兩種「合作策展」模式，不僅隱含兩間人類學博物館

的特色，更反映出不同博物館對資源的策略運用，臺博館收藏歷史悠久，其文物

對地方具有一種代表「傳統」的號召力(或魅力)，而收藏歷史較晚近但位居臺東

市的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文物雖不如臺博館所具有的「傳統魅力」，卻擁有地

處臺北都會區臺博館所不具備的「地利之便」，因此，發展專人長期駐點(於地方

原住民文物館)輔導便成為其特色。 

另一方面，不僅大型博物館各自利用特色發展合適的合作模式，地方原住

民文物館與地方社區在各次合作過程中亦發展出不同的運作方式。以臺博館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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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次「文物返鄉特展」為例，在不同的合作過程中，可觀察到也出現了兩種合

作模式，其特色摘要如下表： 

表 3.兩種文物返鄉特展的運作模式。 

花蓮瑞穗奇美文物館 宜蘭大同泰雅生活館 

特色： 

• 由下而上：部落策動 

• 有意識地以展覽（文物）作為

凝聚部落的手段 

• 造成和政府機構（鄉公所）間

關係緊張 

 

特色： 

• 由上而下：鄉公所策動 

• 考驗鄉公所和各部落的互動關係 

• 面臨不同部落既合作也競爭的局

面 

• 造成詮釋焦點不易集中 

 

代表作： 

2009 年：「百年的期待：奇美文物回

奇美」特展(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 年：「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奇

美原住民文物館) 

代表作： 

2010 年：「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 同」

特展（大同泰雅生活館）) 

 

 

雖然各次「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過程、互動方式與成果效應不盡相同，

臺博館「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模式正面的意義在於：臺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

面向的（文化）呈現與「一言堂」式的（文物）詮釋，而營造出一個由國家博物

館、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得以互動的場域，在其中參與的各方能以相對平等的

方式進行實質與象徵的互動、合作、交換、甚至競爭，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這

種（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豐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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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民族誌物件」到「文化資產」 

 

臺博館自 2008 年起推動的「文物返鄉特展」，不僅創造了一個國立級博物

館與地方博物館合作策展的一個新模式，同時，其側重「館藏文物原件」直接返

歸「源出社群」的作法，也使得那些館藏多年，已經「博物館化」的「民族誌物

件」，在展出前後的過程中，逐漸在地方部落中「再脈絡化」且「文化資產化」。

以下將以三個部落的實例說明其過程。 

(1) 找回奇美的傳統：一頂年齡階級的禮帽 

2009 年，臺博館與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文物館合作舉辦「百年來的等待：奇

美文物回奇美」特展，這是「文物返鄉特展」第一次的嘗試。2009 年 3 月 27 日

奇美部落的族人與耆老來到台北市的台博館庫房準備檢視館藏的奇美文物，雙方

剛開始對於如何進行都毫無概念，直到一件年齡階級的禮帽被拿出來，雖然帽的

型制和奇美部落現今使用的有所不同，但所有族人都一眼看出那頂禮帽是奇美部

落年齡階級第二級：Ciopihay 階級(約 18 至 20 歲)—在祭典聚會時專用的禮冠。

在博物館收藏的那頂帽冠上，飾以老鷹的羽毛與山豬牙，雖然目前都不再使用，

但整體的型制都無庸置疑是奇美的。正當族人對此收穫嘖嘖稱奇之時，大家又發

現在博物館的收藏紀錄裡這頂帽子竟登錄為「鄒族」。(李子寧，2011) 

奇美文物館展場中的禮帽 

這項「美麗與錯誤」想必讓族人感到印象深刻，而且「信心倍增」—原來

博物館也會出錯。另一方面，這段意外的插曲也為原來不知如何發展的展覽找到

了「重心」。不只該禮帽最後成為展場中最主要的「焦點展品」，同時整體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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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也因此而發展成為「年齡階級制度」—一個奇美部落施行至今、引以為傲的

文化特色。開幕典禮由一群戴著現代禮冠的奇美 Ciopihay 階級年輕人精神抖嗽的

舞步中展開，更有部落族人忍不住拿出自己年輕時戴的 Ciopihay 階級到開幕現場

和博物館的古帽冠相比對。一頂過去被博物館誤植來源的禮帽在過程中蛻變為一

個部落固有文化制度的物質象徵。 

(2) 重新面對歷史：一面日本的國旗 

3 年後的 2012 年，臺博館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合作舉辦「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同樣在臺博館的庫房裡，來訪的排灣族族

人與耆老也看到一件她們原先從沒預期看到的物件：一幅 1874 年牡丹社事件時

日軍發給征途中曾予以協助部落的「番社歸順旗」。那是一面帶著大大紅心的日

本國旗，旗面上還有當時日軍司令西鄉從道龍飛鳳舞的手筆：「賜此旗者，為示

順奉我皇國天威之證，切勿污之。明治 7年 9月 10 日」(譯文)，旗的左下角則貼

了一張「標籤」，說明本旗的編號與授與對象為：「53 號，中山崙南社頭目芭匿

任」。旗上的「中山崙南社」是獅子鄉主要社群：清代大龜文社（內文社）的部

落之一，換句話說，在場的獅子鄉民們正看著一幅一百多年前日軍「賜給」其祖

先的「歸降旗」。在博物館的記錄裡，這幅編號為 AH001331 的旗幟，因為其作

為 1874「牡丹社事件」重要的歷史物證，早在幾年前就經文資法核定為「國家

重要古物」而享有重要典藏的地位。 

 

但在當天族人的眼裡，那幅旗卻不只是一個教科書裡歷史的物證，而是一

面她們親身(歷史)相關的祖先遺物。同時，更讓她們陷入沉思的，是那面旗背後

並不怎麼光彩的「小歷史」：當一百多年，西鄉從道率領軍容壯盛的「復仇之師」，

藉口要為被殺害的琉球漁民復仇而攻打牡丹社(高士佛社)時，作為同一族群的內

文社卻提供「敵軍」幫助而獲贈之旗。歷史上的「敵我」與當代的「族群感情」

在這面旗上弔詭地浮現。 

幾個月後，兩館合作的「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盛

大開幕。當文物即將啟運南下，獅子鄉孔朝鄉長更偕同盛裝的內文社頭目林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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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樣盛裝大群族人們，在台博館大廳風風光光地舉行【返鄉啟運儀式】，儀式

中的焦點文物，赫然就是那面「番社歸順旗」，儀式最後所有盛裝的族人更簇擁

在旗旁高高興興的大合照，似乎一點都不再意那面旗中「矛盾」的「歷史隱喻」。 

不在意嗎？事實上未必。在一個星期後，當「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

鄉文物返鄉」特展正式在獅子鄉排灣族文物館開幕的當天下午，在文物館二樓的

會議室，主辦單位舉行的一場座談會，邀請鄉內的地方史學者、文史工作者發表

對那面旗的「詮釋」。會中除了台博館的代表：一位典藏組的李姓組長平鋪直敘

的報告那面旗收藏經過之外，其他的與會族人莫不對旗提出「創意而另類」的詮

釋。有人主張其實他們的祖先頭目是為了避免日軍加害族人而不得不「虛與蛇委」，

所以雖然被日本人授旗「獎勵」，收到後卻毫不稀罕，直接將之捐回給日本政府，

否則今天台博館哪來那幅旗？也有人則從歷史的情境予以詮釋，認為那幅旗只代

表日本人一廂情願的「以示歸順」，他們祖先只是基於禮尚往來的原則而接受，

並不是代表「歸順」，至於旗上面那些「以示歸順」的字樣又怎麼回事？「日本

人寫字龍飛鳳尾，有哪位祖先看得懂？」當然也不乏更為「學術」一點的詮釋，

如其中就有人引用著名法國人類學家 M. Mauss 關於部落社會禮物交換的「報稱」

(prestation)觀點，說明那幅旗只是一種義務性接受的「禮物」。 

在那面旗在獅子鄉的展示期間，類似的詮釋與解讀想必一再會盤旋在看到

旗的族人心中。事實上，主辦的獅子鄉公所在展覽期間更公開舉辦「徵文比賽」，

還分成社會組與學生組，鼓勵大家發表感想。不論最後有無更具創意的觀念出現，

這面旗在部落引起的注目卻不亞於奇美的禮帽，只是它帶動的不是對文化的重新

認識，而是對歷史的重新詮釋。 

 

(3) 找尋大龜文的文化認同：傳統服飾的紋飾 

2013 年，台博館繼續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合辦返鄉文物特展：「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這次特展除了主題聚焦於服飾外，也特別邀請台大人類學系的收藏一同加入返鄉

之列。 

為何聚焦於服飾？其實背後反映出獅子鄉，或是說鄉內的主要排灣社群：

大龜文社(或稱內文社)長期以來的一種集體文化焦慮。清代文獻裡的大龜文社，

其實是一個相當強大的社群，屢次與清軍發生激烈的對抗，這個聲勢一直維持到

日本時期，當時的內文社依然是著名強盛的社群。日本時代末期到民國初期，由

於政府屢次感到內文的威脅，因此推動強制遷村，今日的獅子鄉，整體上雖仍居

住著舊內文系統的族人，但在強制遷村的安排下，原有內文內部各社都被刻意地

打散而遷居，以至於鄉內個村落都難以找到直接對應的舊社。這個情形再加上和



16 
 

平地接觸較早，文化流失更快。所以，過去當鄉民被問到關於其傳統文化(或文

物)時，普遍的回答是：早就沒有了，或是直接教你去看北排灣的來義或古樓。 

事實上，對台博館來說，本來所屬意合作進行「文物返鄉」計畫的排灣族

首選，確實是在來義。因為館內收的排灣文物，確實是來自來義的又多有精美，

獅子鄉(或內文系統)的文物相較之下的確遜色許多。豈知文化的相對貧乏，卻導

致獅子鄉更積極主動的文化尋根。在獅子鄉文物館李秀娟館長、何鳳美規劃員的

積極認真的推動下，不只促成了兩次文物返鄉特展，同時更利用這兩次機會，重

新找回屬於大龜文的文化認同。 

就像歷史的重心詮釋啟動於一面具體的日本國旗，大龜文文化認同的建構

也需要具體的物件。此次獅子鄉的策展者很睿智的選中了服飾。之所以「睿智」，

是因為相較於北排灣醒目的雕刻與琉璃珠飾物質文化傳統，大龜文系統足以凸顯

其有別於北排灣系統的，似乎只有以貼飾為特色的服飾。同樣地，服飾除了是唯

一足以明顯地區別出大龜文文化傳統有別於其他排灣系統的物質文化特色外，服

飾，特別是服飾上的紋飾，也是排灣族一項傳統社會制度：貴族制度得以運行之

所繫。因此，也就像奇美部落的年齡階級禮帽，獅子鄉大龜文社族人在博物館庫

房中所看相中的，既是其文化系統的獨特物質表徵，也是屬於象徵大龜文貴族系

統身分的符號。 

2014 年 5 月 26 日，：「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閉幕，在獅子鄉文物館二樓會議室舉辦了一場閉

幕感恩茶會。邀請展覽的相關人員與會，會中除了台博館的代表：由同樣那位典

藏組李姓組長的言不及義之場面話外，其他的與會族人莫不表達出適切的觀點。

尤其是第一位的致詞者：內文社 Rovaniao 家族的頭目：林玉花女士，她一如在

兩年前在台博館大廳盛裝而優雅地捧著「番社歸順旗」接受此起彼落的相機取景

拍照，兩年後的她仍然盛裝而神色優雅地在閉幕感恩茶會中侃侃而談，就像一名

排灣族的貴族所應有的態度，她告訴我們，傳統的時代雖已過去，但傳統仍以某

種形式存在，就如這次展覽的服飾，許多族人都已透過重製而穿在身上，但是她，

作為內文社 Rovaniao 家族的頭目，仍有必要提醒大家，大家現在穿在身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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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紋飾，是屬於 Rovaniao 家族的。 

從博物館內「知識的標本」轉為後人眼中的「先人的遺澤」，這個轉變過程

不只戲劇化，同時也意義深刻。當然，在實證的意義上，文物（藏品、標本）本

身並沒有改變，它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展出。但是，或許在觀者主觀的意識上，

這些（返鄉的）文物確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們從博物館庫房中嚴謹的「民族

誌藏品」轉化為如血濃的「文化資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收藏物

與當代原住民社會的互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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